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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儒家哲学论证是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论证基础上的哲学论证,其理性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理性,且其

逻辑也并不是十分重视追求西方式的线性推理或形式推演的理论逻辑,而是追求一种从问题求解和实践论证需要

出发的工作逻辑。儒家哲学论证实质上是一种模式型论证,它并不满足于从理智上接受符合形式推论或纯客观的

认知,而更重要的是讲究“合乎情理”,换句话说,既要诉诸理性论证,又要诉诸生命体验,以满足情感需要和价值期

待,进而巧妙地融合理性的认知与生命的情感体验,确定人生的方向和价值选择。这种论证模式不是线性推理所

构建的命题证明系统,而是融知、情、意于一体的“情理论道”的论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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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

提出一般性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一工作必须建立在

论证基础上,其中论证的好坏又直接影响着其思想

的被接受程度。哲学论证是任何哲学家论证其哲学

思想的基本工具,也是其哲学思想通达各个层次理

性的途径所在。毫无疑问,儒家哲学对中华民族的

文化价值体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时至今日,构成

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那些基本观念和信念,大都在

儒学思想中可找到其根源和根据。那么,自诸子蜂

起、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以来,儒家如何论证其哲学

思想以使其逐步取得主导文化观念的地位? 其理性

的逻辑根基会是什么? 正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

题。
一 工作逻辑:儒家哲学论证的逻辑起点

理性既是人类的追求目标,又是人们行动的根

据。作为目标,它是理性的最高层次;作为根据,它
是理性的最低层次。无论是最高层次的理性还是最

低层次的理性,它都与论证有关,与逻辑有关,因此,
理性、论证和逻辑是三个不可分割的基本哲学概念。
具体地说,论证是人们通达理性的桥梁和实现理性

的工具,逻辑是区分论证好坏的规则或原则,逻辑学

就是研究区分论证好坏规则或原则的学问。但有时

人们并没有严格区分逻辑和逻辑学,而是交替使用。
虽然理性是一个具有层次上高低之分的链条,

但它要求首先是要给出理由,讲出道理,这个理由便

是理性的最低层次。理性的这种层次结构,主要表

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汉语词源上看,在现

代汉语中,“理性”是一个外来词,但它与古汉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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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密切联系。在古代汉语中,“理”的基本含义

有“法”、“则”、“性”、“质”、“辩”等,用现代汉语来讲,
那就是要“讲道理,说理由”,也即相当于后面我们所

讲的“理由理性”,这属于理性的最低层次。但同时,
包括孔子、孟子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又在追求

“道”。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1]3之说法来看,
他们似乎又追求一种最高层次的理性,即与“天”相
通。另一方面,从现代汉语的英文词源来看,“理性”
一词主要来源于“reason”、“reasonableness”和“ra-
tionality”,汉语世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有时在不

同场合均把这个三个英文术语翻译成“理性”。有学

者把“reason”译为理性,如大家所熟知的康德《纯粹

理性批判》中的“理性”,英语世界哲学家把康德的

“vernunft”译为“reason”,而中国哲学家将其译为

“理性”。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通常喜欢把“ration-
ality”译为“理性”,如“boundedrationality”(有限理

性)。有学者在讨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时,把他的

“reasonableness”译成“理性”[2]50。但是,也有学者

把三个术语分别译为“理由”、“合理性”和“理性”以
示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三个看似有所区别的概念

正好体现了“理性”在层次上的高低之分。为此,我
们可以把理性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理性即价

值理性(rationality),中间层次即推理理性(reason-
ableness,亦称合理性),最低层次即理由理性(rea-
son)。其中,第一个层次正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后两

个层次是人们行动的依据。人们无论是提出主张还

是采取行动,都应当建立在某种层次的理性基础之

上。
理性通达是一个从具体的理由理性到抽象的价

值理性的思维过程。作为人类的追求目标的“最高

层次理性”,只是一个抽象对象,人们永远无法真正

达到,但总可以逼近它。判定我们的行动逼近最高

层次理性的办法,就是看其通达理性所借助的工具

及其使用是否得当。如果得当,那就是合乎理性的。
但这实际上达到的只是合理性(reasonableness)。
判断是否合乎理性的依据就是作为工具的论证之好

坏。一个行动、观点或主张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

在一个好论证基础之上。如何判定一个论证的好坏

呢? 根据当代逻辑学观点,一个论证是好的,应同时

满足三个条件:(1)要为特定主张、观点或行动提供

理由;(2)以理由作为前提要能够推导出作为结论的

主张、观点或行动;(3)主张、观点或行动不得与当下

价值取向相违背。当然,最低层次的理性就是给出

理由,但论证者在这个层次上可能并没有考虑理由

能否推导出结论。
逻辑学家在理性探寻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我们不能纯粹抽象地去讨论作为最高层次的

“价值理性”,换句话说,最高层次理性也应建立在最

低层次理性基础之上。具体地说,一方面,“价值理

性”依赖于“理由理性”的运用。据诺齐克的观点,
“哲学”一词是指“爱智慧”,但哲学家真正热爱的是

推理(reasoning),他们阐明理论并整合理由(rea-
son)来支持它们,也会考虑他人异议并试图应对它

们,还 会 用 他 人 观 点 来 建 构 自 己 的 论 证(argu-
ment),从而为古希腊人提出的“人是有理性(ra-
tional)的动物”这一基本哲学观点进行辩护[3]xi。可

见,理性不仅应当包含康德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理性,
即抽象理性或理论理性,它关心“理性应当是什么”
的问题,而且也涵盖实践理性,也就是“理性实际上

是什么”的问题,即决定如何行动的理由之运用。另

一方面,从西文词源上考察,“理性”一词源于古希腊

语“λóγοδ”,也就是“理由理性”(reason)之意,即要

给出所提主张的理由之所在。“λóγοδ”虽有多重意

义,但作为理由的“理性”(logos)是其重要的一种意

义,被音译为“逻各斯”[4]454。
无论是形式逻辑学家还是非形式逻辑学家,他

们关注的焦点都是理性的通达。根据传统逻辑学观

点,如果我们强调从理由推导到主张的过程,那就是

推理(reasoning);如果强调从主张出发寻找理由的

思维过程,那就是论证(argument)。因此,推理通

常被理解为从理由或前提推导出主张或结论的思维

过程,而论证则被理解为主张或结论寻找理由或前

提的思维过程。形式逻辑学家关心的是前一种思维

过程,而非形式逻辑学家更关注后者。针对推理,形
式逻辑学家从形式主义立场出发,去掉了论证的语

用要素,抽取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形式结构,并在这种

形式结构基础上对推理正确与否或者推理有效与否

进行评价。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推理一直是形式逻

辑的研究对象。不过,形式逻辑只是一种“理想逻

辑”(idealizedlogic)或“理论逻辑”(theoreticallog-
ic),像几何学一样,它研究的是不同种类命题之间

的形式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关系是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永恒的数学模型[5]178,它所要达到的目标

大体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针对论证,非形式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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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学家在形式逻辑理论框架基础上引入了语用要素

来分析与评价论证,关注的不仅仅是抽象的论证形

式结构,还特别强调论证的语用因素,因此,他们把

逻辑学定义为研究论证的科学,其目的是设定一组

标准来区别好的论证与不好的论证。这种逻辑是一

种实践取向的逻辑,因而,被图尔敏称为“工作逻辑”
或“操作逻辑”(workinglogic),这是一种非形式的

实践逻辑,其追求的是第二、三两个层次意义的“理
性”,大体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如史华兹

所说,他倾向于否认中国古典语言缺乏抽象的能力,
从总体上讲,中国思想并没有将其知性的注意力集

中于抽象理论自身之上[6]11。
二 实践理性:儒家哲学论证的理性根基

推理与论证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无目

的性,而后者是有目的性。论证的目的性是由其实

践性决定的。哲学论证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论证,
其目的性体现在要证明某一哲学或哲学思想成立。
毫无疑问,儒家哲学论证也不能例外。按照冯友兰

的说法,哲学本质上就是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
金岳霖认为,“所谓‘说出一个道理来’者,就是以论

理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7]434-435。换句话

说,儒家哲学论证是一种实践性和目的性都很强的

论证。
按通常说法,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论证方式表

现为逻辑意识的不发达。何谓“逻辑意识”呢? 实际

上这里主要指的是西方形式逻辑意识。可金岳霖先

生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
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

认识为基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我们并不需

要意识到生物学才具有生物性,意识到物理学才有

物理性。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

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

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以往取得的认识上。”[8]

显然,金先生讲的逻辑也是西方形式逻辑。历史事

实表明,儒家哲学都没有出现追求纯粹理性的形式

逻辑,也并不试图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但儒家能

将思想“安排得符合逻辑”,这和逻辑论证分不开。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形式逻辑的理论形态,而是把儒

家哲学的“用逻辑”和“讲逻辑”结合起来,去研究应

用实例中所浮现的逻辑理论闪光和逻辑从应用中产

生的机理,则至少可说儒家哲学中并不缺少工作的

逻辑。

儒家哲学的理性取向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尽相

同的道路,是一种非形式道路。在西方思想发展中,
作为工具的逻辑学,西方逻辑学是由对逻各斯即语

言、言词的反省而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研究思维的

学问;在中国哲学中,语言的使用没有主词与谓词的

严格分别,文法与句法的固定性不明显,语言使用往

往遵从习惯、注重语境,不发生西方式的需要,故未

形成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因而朝着论证逻辑的方

向来发展的,这与印度逻辑学的倾向是一致的[9]113。
正如非形式逻辑把自然语言论证作为其研究对象一

样,作为儒家哲学论证工具的逻辑也是一种建立在

自然语言论证基础上的逻辑。不过,像形式逻辑那

样,非形式逻辑关心的还是“讲逻辑”,即如何分析与

评价自然语言论证的好坏;而儒家哲学论证关心的

是“用逻辑”,即并不关心理论上的论证分析与评价。
由于和实践运用紧密联系,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提炼

和总结,儒家哲学论证最终没有走向形式逻辑,也没

有像印度逻辑提炼出固定格式,主要是结合复杂的

实际应用而发挥其论证的功能,追求的是一种“工作

的或操作的逻辑”,这是儒家哲学论证的逻辑起点。
儒家哲学发展走上了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这

跟儒家的实践理性精神紧密相关。
首先,孔子只关注此生此世。孔子主张:“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10]760? “不语

怪力乱神”[10]480,“敬鬼神而远之”[10]406。死亡、鬼神

之事皆为超乎此生此世的大问题,孔子一概存而不

论。他只关注此人生此人世,既有此人生,则此生如

何活才有意义和价值。由此之故,遂有“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1041的理想追求,
以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忧也”[10]439的人生忧患。孔子的这种关注

决定了儒家后学对佛、老虚无寂灭之教视作无用无

益的异端加以拒斥,使儒家思想避免走入如印度思

想一样的追求人生解脱之途。
其次,儒家的哲学思考总是立足实用立场,以解

决现实政治与伦理问题为急务,而视冷静地追求客

观知识和抽象思辨为后图。这从儒家对于诸子尤其

是名家的批评,可见一斑。孟子拒杨、墨,是因其“为
我”、“兼爱”主张不合儒家的现实关怀和礼乐精神。
荀子则明确主张:“今夫仁人者,将何务哉? 上则法

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

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

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矣。”[11]97诸子之蔽在于“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

奸言。虽辩,君子不听”[11]83。对于名家,荀子的批

评尤甚。名家“专诀于名”,其论证的意义,根据冯友

兰的说法,在于通过抽象思辨给中国思想以一个“超
乎形象的世界”。从惠施的“历物十意”、公孙龙的

“合同异”、“离坚白”和“白马论”以及《庄子·天下》
所载辩者学说二十一事看,他们提出了不少不合常

俗的奇谈怪论,其对象广泛涉及天地之间各种自然

事物,方法上注重理性的分析和抽象的思辨,体现出

较强的逻辑学和纯粹知识论的意义。而荀子对此持

尖锐的批评:“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

口,鉤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

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11]38-39“不
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

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
析也。”[11]93-94“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由辞谓之

道,尽论矣。……皆道之一隅也。”[11]392-393从荀子

的批评来看,他对诸子之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论证形式是基本认可的,对其论辩的内容则持否定

态度,因其“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这说明,现实政

治、伦理问题才是儒家关切的首务,而特别是名家思

想不仅“遍为万物说”、“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

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12]1112,不急、无用,离现实

关怀太远,而且过于注重抽象的思辨,成了欺惑愚众

的无用的“奸言”。荀子明确提出言辞只要足以表达

思想情感即可,反对过多的思辨:“君子之言,涉然而

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

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

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

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

者拾以为己宝。”[11]425-426本来,自孔子以来儒家都

主张“正名”,但儒家的“正名”与名家之“专诀于名”
迥然有别,后者对“名”的思考已超越了政治、伦理范

围,具有了一般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意味,前者则主要

集中在政治、伦理等急求现实效用的范围。
儒家这种实践理性精神传统主导的结果,使儒

家的哲学之思没有走上抽象思辨和冷静追求客观知

识的形式化道路。对此,李泽厚评论说:“从商周巫

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上闲暇从容的抽

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

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

求”,“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

具有的特色”[13]304。儒家哲学的实践理性取向决定

了哲人的思考主要围绕道德的完善、政治的改良、人
生的境界来展开,以求“应”(该)为旨归,“六合之外

存而不论”。
儒家哲学的实践理性取向决定了其工作逻辑的

论证方法在思想学术中的定位和地位。与西方哲学

求“是”求“真”、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的精神传统不同,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圣哲们为我们树立的若干具有

永恒价值的“应然”的观念(文化理想、人生价值、人
生境界等)是第一位的,相应地,纯粹理性在儒家哲

学中变成了第二位。这些观念往往不是纯粹的客观

知识,而是兼具知行的生命修养,表现为一种“知行

合一”的生活实践、人生修养的功夫。哲学家本人既

是传道者又是实践家,他的生活与哲学合而为一。
据葛瑞汉的说法,这种精神传统导致中国思想从先

秦时代起对理性主义持这样一种态度:“理由理性

(reason)针对手段问题的,因为生活的目的听从格

言、榜样、寓言和诗歌的指导。”[14]7纯粹理性作为整

理和表达理性思维的手段,它服从和服务于目的,处
于第二位。而且,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论证主要

偏重于政治伦理的实践领域,这决定了它主要是一

种“工作逻辑”而非亚里士多德或弗雷格式的“理想

逻辑”。
三 富于暗示:儒家哲学论证的根本性质

西方哲学的体系往往追求从一个为真或普遍接

受为真的初始命题出发,按照一定形式规则依次形

成一个推论链,这种推论系统是一种线性推论体系。
由于初始命题为真或被普遍接受为真,推理程序严

密而规范(即形式有效),因而,冯友兰把这种西方哲

学论证根本性质称为“富于明示”。不同的是,儒家

哲学的概念具有多向性,并不太关心为真或被普遍

接受为真的初始命题,而是将其综合成一个基本模

式进行论证,以求达到论道之目的。因此,葛瑞汉把

儒家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称为“论道者”或“道的争论

者”(disputersoftheTAO)[14]。故“在中国古代哲

学中,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要建构一种‘世界模

式’,这个模式就是一切推理的根据”[15]。儒家哲学

体系通常从一个基本的涵盖天、地、人、物、我诸多因

素在内的模式中推出关于人生的方向与价值追求的

系统,并呈现为一种网络体系,其外貌有如一座山。
由于儒家哲学论证思想缺乏明确具体的形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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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有的比较清晰,有的比较模糊,总体上富于暗

示,不如西方哲学那般清晰和明确,因为儒家哲学论

证的特征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在论证表达上则表

现为整体思维的特点与方式。我们可以把儒家哲学

论证乃至中国哲学论证的这种根本性质称为“富于

暗示”。
正如西方哲学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具有“富

于暗示”性质一样,儒家哲学论证并不排斥“富于明

示”作为其性质,只不过,有谁为最根本的问题。这

一点,我们从葛瑞汉的思想中不难发现。就整体而

言,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论证,葛瑞汉提出了一个准三

段论模式来说明儒家哲学论证的性质,该准三段论

形式如下:“在知道与问题有关的所有情况之后,我
发现自己倾向X;而忽略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某些情

况之后,我则发现自己倾向于Y。那么我将使自己

倾向于哪个呢? 既然知道与问题相关的所有情况,
因此,应当让自己倾向于X。”[14]29

无论是孔子及其后学、道家乃至其他学派的论

证实践,都可看作是围绕准三段论展开的,只是这个

形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从未被从理论上加以识别和

提炼。对该“准三段论公式”,葛瑞汉补充说明:“‘所
有与问题相关的情况’可以是在各个方向同时走向

我的每个事实、感觉和情感。‘知道与问题有关的所

有情况’会被认为是经典三段论中‘凡人皆有死’这
样一个判断,如波普尔原则,即严格全称陈述是无法

证实的,但如果人们始终不能反驳它,就得承认

它。”[14]222对葛瑞汉总结的逻辑形式及其补充说明,
我们从两方面解读。其一,它是将儒家哲学论证等

中国古代哲学论证纳入西方哲学式逻辑分析的一种

尝试,说明中国古代哲学在形式系统上虽不如西方

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但诉诸逻辑分

析,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实质上具有一以贯之

的思想系统;儒家哲学的伦理—政治思维决定了其

思想体系及其论证都围绕道德—政治价值的认知、
评价和选择展开。不同于西方哲学对存在、实在与

真理的诉求,“中国人的问题总是‘道在何方?’,中国

思想家孜孜于探知怎样生活、怎样治理社会,以及在

先 秦 末 叶 怎 样 证 明 人 类 社 会 与 自 然 宇 宙 的 关

联”[14]29-30。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论证关乎正确

生活、行为的方向,儒家哲学论证也总是围绕这个方

向展开。其二,葛瑞汉的“准三段论公式”显然缺少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法的简单性、清晰性和自明性,而

且在推理大前提上还附加了许多补充说明,大前提

也并非简单明白的判断,而是融理智分析、价值判断

和情感体验等多种要素于一体,很难抽象成为一个

为真的初始命题。这恰恰说明了以儒家哲学论证为

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论证都是围绕具体伦理政治问

题这个语境来展开论证,不便于纯形式化,也不能从

某一个具体单一命题出发进行线性推论;其实质是

一种模式型推理,有对各种因素的分析,但最终方向

的选择还是在分析基础上依靠各种因素作出整体综

合判断的结果。
从理性角度来看,这种“富于暗示”根本性质决

定了在儒家哲学论证中纯粹的形式理性居于次要地

位,而实践理性则居于首要地位。尽管纯粹理性在

儒家哲学中作为手段只居于第二位,在论证形式性

方面较西方哲学逊色,但逻辑在儒家哲学论证中并

非付诸阙如。冯友兰认为:“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
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荀子所

谓‘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
是也。孟子曰:‘余岂好辩哉? 余不得已也。’(《孟
子·滕文公下》)辩即以论证攻击他人之非,证明自

己之是;因明家所谓显正摧邪是也。非惟孟子好辩,
即欲超过辩之《齐物论》作者,亦须大辩以示不辩之

是……盖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

不可;既辩则未有不依逻辑之方法者。”[16]6其中的

原因很明显:“因为,要想解释任何事物,就必然会求

助于理性。如果否定了理性的效力,就无法找到理

论的依据,我们就说不出道理来,就只好保持沉

默。”[17]406反对者要说出反对理由,仍然离不开论

证。儒家哲学曾在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大背

景下蔚为一派“显学”,与其论证方法的探索和运用

有关。从逻辑发展史现状来看,这种论证思路与当

代西方非形式逻辑或当代论证理论中的论证研究理

路相通,尽管中国并非真正形成像非形式逻辑那样

的理论体系。
四 推类论证:儒家哲学论证的主导类型

论证通常被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演绎论证;二是

归纳论证。在归纳论证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论

证类型,那就是类比论证。这种论证模式与儒家的

“推类”模式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但二者又不完全

等同,因为传统逻辑学中把类比论证当作一种以个

体证明个体的论证,而“推类”论证则强调从“类”到
“类”的推演。在儒家哲学论证中,演绎论证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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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均是儒家使用过的论证类型。不仅如此,作为

演绎论证核心部分的三段论模式在儒家哲学论证中

也有着充分的运用。只不过儒家先哲在运用这些基

本论证方法时,形式上不如西方那样明晰,有时省略

了前提,有时省略了结论。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

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少人有意识的将思想辩

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16]8从现代语言

学角度来讲,儒家似乎始终在遵循着“语言经济原

则”,也就是必须以保证完成语言交际功能为前提,
同时人们有意无意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做出

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由此可见,儒家在追求正确

思维与有效交际中并非缺乏逻辑,也不是不懂运用

逻辑,那些反映人类思维的共同形式及其规律的逻

辑规则,中外思想家在理解和运用上其实有相通之

处。正是这种相通,才使得翻译、交流、沟通成为可

能。如果说西方哲学论证走的是一种以演绎法为主

的逻辑道路的话,那么在儒家哲学论证中居于主导

地位的是一套基于整体思维的“推类”论证方法,其
他论证方法的应用都围绕、配合“推类”展开。

儒家的“类”概念和“推类”方法是一种不同于西

方哲学的分析式论证。西方哲学论证建立在抽象分

析传统基础上,总是将对象视为“实体”,进而考察其

属性,再通过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加以界定,并且用

“S是P”这种主谓式命题来表述。一旦确定了对象

的内涵和外延,就可从概念外延上的种属关系进行

推理。演绎推理便是在种属关系基础上的推理,传
统形式逻辑实则为一种“外延逻辑”。罗素曾说:“亚
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靠大量与其形而上学相关的假

设存在的。首先,他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命题都是‘主
谓’型的。日常谈话中很多命题就属于这种形式,这
也正是‘实体与品质’的形而上学产生的根源之

一。”[17]102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论证的基本类型就

是直言三段论。三段论是基于两个“主谓”型前提的

论证,这两个前提有一个共同的项即中项,这个中项

在结论中消失。如果前提为真,则经过有效形式推

导出来的任何结论也是真的。因此,发现论证的有

效形式和推论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与此不同,“中
国的主要文化倾向是将‘万物’视作一种不断相互作

用的多样体,这个多样体以保持一种和谐统一为目

的。统一的观念的主要象征是‘和’的原则”,“人的

使命 就 是 领 悟‘万 物’的 相 互 依 赖 和 相 互 关 联

性”[18]。既然万物是一个调和的严整有序的整体,

“在那里,万物‘间不容发’地应合着。……它的存在

无需依赖于‘立法者’,而只由于意志之和谐”[19]359。
在这个天地、万物及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儒家

看到的不是从西方分析、抽象的方法所看到的一个

个“实体”及其性质,也不是基于外延的共相与殊相,
而是种种关系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样,儒家总

是把一事物置于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联中加以认

识,从而比较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然而,李约瑟认

为中国人的这种“关联式思考”(coordinativethink-
ing)绝不是原始的思维方式或迷信,以为任何事物

皆可相互影响,而是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和

逻辑机制,在这个整体之中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影

响同类的事物,同类事物的概念与概念之间并不互

相隶属或包含,它们只在一个“图样”(pattern)中平

等并置[16]352。因此,我们认识某个对象,就把它置

于与同“类”的关联中,利用对同类事物已有的认识

和理解,合理地推广、延伸、推论出对它的理解。这

就是儒家“推类”思想得以成立的思维方式基础。如

上所述,在儒家的“类”概念中,“同类”之间不是外延

的包含关系,而是平等并置的,因此同类的两个或多

个概念之间没有严格的层次性与过度,人们并不关

注外延上的隶属,而是关注于内涵上的“理同”。但

是,事物间的同类关系不是单一的,同类事物的相互

影响和作用是多相性的和不断变化的,所以,建立在

“类”基础上的概念的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相的、
开放的和可扩充的,随着具体问题和论证语境而变

化;与此相应,建立在“类”概念基础上的“推类”也没

有明确的初始命题,而是依赖于具体的论证语境,论
证根据也是有关“类”的知识中合理的、有力的、能为

对方接受的观点。显然,这种论证模式难以形式化。
因此,儒家哲学的“以类度类”[11]82的“推类”逻辑是

一种“内涵逻辑”。正如温公颐所言:“中国逻辑不纠

缠于形式,而注重思维的实质性的研究,所以它可以

避免西方或印度逻辑的繁琐之处。……这样的逻

辑,我们也可称之为‘内涵的逻辑’。”[20]48

儒家的“推类”论证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由近

及远的论证思路。他们总是从人们熟知的某个浅近

道理合理外推,推论出更深远的道理,从价值较低的

道理推出价值较高的道理。比如孔子的推类强调

“推己及人”,“己”为近者,“人”为远者,由己之所欲

或不欲,推论出人之所欲或不欲,“夫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己 欲 达 而 达 人,能 近 取 譬,可 谓 仁 之 方 也

32

熊明辉 吕有云 儒家哲学论证的理性与逻辑



已”[10]428。朱熹评论此种类推思维说:“古人必由亲

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
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21]209-210其次,同类相推

的推论策略。同类相推的两个或多个事物或情景之

间只要类同或类似,则理同或理似。它们之间不一

定有着必然的联系,也缺乏必要的层次过渡,只要能

从“此理”推论出“彼理”,从“此情景”推出“彼情景”,
论证参与者愿意接受即可。例如,“智,譬则巧也;
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
其中,非尔力也”[22]674。第三,由此及彼的推理技

巧。他们总是借助于具体情景,抓住此情景中的“此
理”,而推出彼情景中的“彼理”。如孟子从齐宣王见

牛之觳觫而不忍杀之,推论出其有行“王政”之能,以
不忍之心扩而充之为不忍之政,即是“王政”,“故王

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22]85。荀子提出:“故以

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
古今一也。”[11]82第四,听众接受型论证。由于这种

推类只具有或然性,所以往往只能以恰当或不恰当、
有力或无力来评判,但只要对方愿意接受,就达到了

论证的目的,甚至在论辩中双方的论证都有不恰当

之处,只要一方的推类比另一方更有说服力,也算达

到论辩的目的。如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论争,双
方皆以“水”之性推论“人”之性,但都缺乏严密的论

证。如果首先以水喻性的是孟子,则取胜的一方就

可能是告子,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孟子的论证稍占上

风。
五 情理论道:儒家哲学论证的说服策略

儒家哲学论证在论证模式上走的是一条持中道

路,它既不是无视理性的直觉体悟型,也不同于西方

哲学主流中强调的纯形式推演,而是一种“理性与情

感体验的调和折衷”的模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生命体验与理性分析相互渗透。作为一

种“人生实践之学”,一方面,儒家主张“道在伦常日

用之中”,但它对“道”的回答和讲述同样具有哲学的

理性品格;另一方面,它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

格”,执着地追求人生意义,有对“天地境界”的体认、
追求和启悟,从而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精神皈依的归

宿。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塑造中国人的心灵和文化心

理。儒家哲学作为一种境界型的哲学,“重视人的心

灵的存在状态、存在方式而不是认识能力(并不一概

否认认识),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并且

在心灵超越中实现一种境界。所谓境界,就是心灵

超越所达到的存在状态,可视为生命的一种最根本

的 体 验,这 种 体 验 和 人 的 认 识 是 联 系 在 一 起

的”[23]2。正如朱熹、吕祖谦所说:“为学大益,在自

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

见圣人之奥。”[24]49既然讲生命的存在问题,就不能

离开情感,“因为情感,且只有情感,才是人的最首要

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中国的儒、道、佛都清楚地看到

这一点,因而将情感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存在问题纳

入他们的哲学之中,尽管具体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
[23]3。儒家追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境

界,它比其他任何哲学都更重视情感问题,更强调人

的“真情实感”,因为“仁不是别的,就是情感,更确切

地说,是道德情感。仁从原始亲情开始,进而展开为

仁民、爱物,直到‘天地万物一体’境界,最后找到了

人的‘安身立命’之地”[23]7。在儒家视野中,人首先

是情感的动物,特别是道德情感,是人之异于禽兽

者,也是人类价值的主要标志。因而,儒家哲学之旨

远非知性的认知,而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情感的塑造

培养以及人生的境界,此非理性分析或概念认知即

可达到,而必须诉诸生命情感的体验。因此,历代儒

家圣哲论道,都提倡“亲证”,提倡“反求诸己”、“力
行”、“切己”、“玩味”。

第二,理智分析与情感动人相互交融。儒学之

所以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理论,正是在于它把思想

直接诉诸情感,把某些基本理论建立在情感心理根

基上,总要求理智与情感交融。当今中国人仍爱说

的“合情合理”,便是其表现[25]28。儒家从来不以任

何外在的抽象枯槁的道德形而上学来规范、裁剪人

的心理与行为,而是从人的自然生命情感出发,在日

常生活、道德义务、大自然以及艺术中诉诸生命情感

的体验、体会、体认,“下学而上达”[10]1019,融理于情,
情中有理,培育、塑造真正人化的情感,体认到人生

的意义、价值和归宿。儒学的许多范畴如“诚”、
“义”、“忠”、“恕”、“敬”、“庄”、“信”等,均有不同程度

的情感培育功能和价值。当然,儒家哲学对这些核

心观念均未作出抽象的定义,也不要求人们盲目听

信他人主张,而总是要人们反躬自问,依据自己的生

活及情感体验开启自己内心的自觉。对此,王阳明

主张学问之道就是要“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除了

人情事变上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 自视听

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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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26]43。
不仅如此,儒家圣贤皆主张以礼来“节”人之情、“文”
人之情,使其“发而皆中节之和”,而“节”“文”当然需

要依靠理智来进行。人之“情”常与动物性的本能、
欲望、生理因素相关,包含非理性成分;而“理”则来

自群体意识,常与某些道德规范、群体生活原则乃至

文化理想相联结,它常常要求理性。对此,梁漱溟的

总结是:“孔子之作礼乐,其非任听情感,而为回省的

用理智调理情感。”[27]148李泽厚的评论是:理性不只

是某种思维的能力、态度和过程,而是直接与人的行

为、活动从而与情感欲望有关的东西,它强调重视理

性与情感的自然交融和相互渗透,使欲理调和、合为

一体[25]98-99。总之,在儒家哲学中,由于讲求合情合

理、入情入理、情理交融,使得情、理均未获得独立的

发展,而是在两者间演绎着一种折衷与调和。
第三,普遍概念与具体情景相互贯通。注重论

证的对话语境这种语用要素也是儒家哲学论证的重

要特征之一。如前所述,儒家哲学的模式型论证通

常没有对概念作明确的定义,而且也不是从一个清

晰明白的初始命题为出发点进行推论。这是因为儒

家哲学的旨趣在于伦理政治问题以及人生方向与境

界。而人生问题、政治问题的“实际”是复杂多变的,
富于弹性,喜活忌死,是无法封闭的。儒家哲学论证

经常需要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结合具体语境来展

开。同时,儒家哲学观念不仅仅是理智分析的产物,
同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不停留在“概念王国”,是
知和行的高度融合,需要在具体的人生践履中才能

体现它的全部意义。在儒家哲学中,许多概念都具

有模糊性,即没有明确内涵和外延,但放在具体语境

中,其意义又是明确的,理性的论证参与者差不多都

能准确理解论证者的意图。在《论语》中,学生或其

他人士在问及“孝”、“仁”、“礼”、“为政”、“君子”等
时,孔子均不做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界定,而是根据对

话参与者面临的个人实际情况和具体情景予以不同

回答。据李泽厚的看法,这一点不但说明孔子完全

根据具体情况给与各不相同的回答,因此,儒学哲学

确认“真理”总是具体和多元的,即在此各种各样的

具体人物、事件、对象的活动应用中,即所谓的“道在

伦常日用之中”[25]55。孔子的这一方法在《孟子》《荀
子》及后儒的为学之道中一以贯之。这种对论证语

境的重视,正是实践理性在儒家哲学论证中的重要

体现。西方哲学式的抽象定义是僵死的、封闭的,而

“实际”是变化的、开放的。
第四,修辞技巧与形象手段相互补充。在亚里

士多德的论证分析与评价理论中,分析方法、论辩方

法和修辞方法是三种一般方法,其中,分析方法即今

天的逻辑方法居于首要地位。毫无疑问,这三种一

般方法在儒家哲学论证的分析与评价中也得到了充

分体现,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修辞方法而非分析方法。
儒家善于巧用修辞技巧和形象手段来表达深刻道

理。儒家一方面强调“修辞立其诚”[28]18,要求言语

行为要真诚朴实;另一方面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

远”[29]1176,“谈说之术,……分别以明之,譬称以喻

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11]86,要求在论证时言

辞要通过“文”即修辞手法来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

力。从先秦的孔、孟、荀起,历代儒家思想家都很重

视修辞手法的运用。例如,“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

而不实者有矣夫!”[10]614这是以禾苗的秀、实即生命

的成长来比喻人生与学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众星拱之”[10]61,这是以众星拱北斗喻有德之

君以“德”王天下而致全民拥戴的政治理想。至于

《孟子》《荀子》乃至后儒典籍中,比喻、夸张、反复、排
比、寓言、类比等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都非常普遍。
修辞在儒家典籍中的大量运用,除了它的美学功能

之外,还有很强的说服功能,其目的就是要把说服目

标听众放在首位。
总而言之,儒家哲学论证并不满足于从理智上

接受符合形式推论或纯客观的认知,其更重要的是

讲究“情理”———“合情合理”,既要诉诸理性论证,又
要诉诸生命体验,以满足情感需要和价值期待,进而

巧妙地融合理性的认知与生命的情感体验,调和平

衡,最后综合性地确定人生的方向和价值选择。这

种模式不是线性推理所构建的命题系统,而是融知、
情、意于一体的“情理论道”的哲学论证模式。

六 非形式逻辑:儒家哲学论证的逻辑终点

西方哲学以求取关于客观世界的客观知识与真

理为首任,往往从一个为真或被普遍接受为真的初

始命题出发,遵循一定的形式规则而推论出一系列

命题,这个命题系列在逻辑上要求有它自身的自洽

性、自足性,从前提到结论的整个推论过程最好能够

体现“必然地得出”,即所有前提真而结论假是不可

能的。尽管不同哲学家的理论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在

程度上有所差别。无疑,这种哲学论证是一种刚性

的、封闭的体系。显然,西方哲学论证把追求纯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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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放在首位,而把追求实践理性放在从属地位。因

而西方哲学家对其论证的分析与评价,甚至会走向

像数理逻辑学家或分析哲学的人工语言学派那样,
仅仅追求从符号语言的纯粹语义和语形分析,而不

惜排除所有语用因素,从根本上忽略语用要素在论

证中的重要地位。
相反,儒家哲学乃至中国哲学则把追求实践理

性放在首位,把纯粹理性放在次要地位。儒家执着

于人间世道的伦理政治关怀,其问题与方法也就有

着自身特色,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伦理实践,有关正

确思维与有效交际的一切手段,都可以在其论证模

式之中有所体现和运用,以至于很难对它做出一种

明确的界定。一般说来,它并不十分重视西方线性

式推理的形式逻辑,而是追求一种从问题和论证实

际需要出发的另一种工作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一
切方法、一切有益于支撑其道理的材料皆可为我所

用,其推理的根据是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

心共识[30]。我们可以将这种逻辑视为一种开放性

的、柔性的非形式逻辑,以别于西方哲学所强调的形

式演绎逻辑。中国哲学思想在逻辑上的柔性特征,
这种不求“必然地得出”的思想程式,是在形式分析

和理智的思辨之外,为情感体验、直觉体悟和生命之

间的相互感通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这种论证模式既

满足了人们的头脑,也满足了人们的心灵。
儒家哲学论证模式,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

逻辑实践转向中兴起、现已取得蓬勃发展的非形式

逻辑看起来是同一路向,它们都是基于自然语言、关

注日常论证实践的逻辑类型,与形式逻辑形成相互

补充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同一路向”,并不是认定

儒家哲学论证的逻辑工具就是非形式逻辑,因为这

样说显然没有道理,因为它们时间没有先后性,理论

上没有渊源关系。我们要表达的是:无论是在儒家

哲学思想还是西方古代哲学思想中,实践理性和纯

粹理性都曾是哲学家论证其思想所追求的目标,但
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走向了以追求纯粹理性

为主的哲学论证道路,而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

古代哲学则走向了以追求实践理性为主的哲学论证

道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以形式

逻辑为标准,中国古代就没有逻辑;如果以非形式逻

辑为标准,中国古代肯定有逻辑,而且可能比当代西

方非形式逻辑更精彩,更具有针对性。
我们要倡导的是:当我们将儒家哲学论证视作

一种非形式逻辑或论证理论时,非形式逻辑或论证

理论的方法就为发掘、整理儒家哲学论证模式提供

了方法的参照和指引。为此,我们就需要“确立自觉

的历史意识,就是要认真地贯彻‘不理解现在,就不

能解释过去’的思维原则”,把“理解现在”作为“解释

过去”的前提[31]。非形式逻辑是在形式逻辑发展到

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逻辑类型,已经发展

到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方

法。因此,运用西方非形式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指

导中国传统哲学论证模式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揭示

它的 方 法 和 特 征,是 十 分 必 要 的,也 是 可 行

的[32]101,104,12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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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fucianphilosophyargumentisbasedonnaturallanguageargumentofpractical
rationalityinsteadofpurerationality,withwhoselogicmoreofawork-basedlogicsatisfying
needsofproblemsolvingandpracticaldemonstrationratherthanatheoreticallogicpursuing
westernlinearreasoningorformdeduction.Confucianphilosophyargumentisactuallyamodel
demonstration,notconfinedtothecognitionofformdeductionorpureobjectivenessanditgoes
furthertobereasonable.Inotherwords,itresortstonotonlyrationalargumentbutalsolife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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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experiencetodeterminethedirectionandvalueoflife.Thus,thismodeofargumentis
notaprovingprocedureconstructedbylinearreasoning,butanemotionalandrationalargument
modecombiningcognition,emotionand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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